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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豆得瓜: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人与汉字检字法改革

□陈勇明∗　李禹阶

　　摘要　民国时期,因旧有的汉字检字法难以满足图书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,一些图书馆学人

便致力于检字新法的创制和理论探讨,并很快成为该领域的中坚力量.他们积极参与学术争鸣,
探讨检字法的评判标准,正名专业术语,批评抄袭之风,将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交流平台,将图书

馆作为检字法实践的场所,从而引领着学术潮流.这些图书馆学人不仅为汉字检字法改革作出

了巨大贡献,更是种豆得瓜,解放了禁锢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,拓展了对汉字构成单元和结构的

认知,促进了汉字的规范化和简化,其价值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图书馆业与检字法本身.图书馆学

人这种勇于打破学术畛域,不囿于自身行业的学术取向,至今犹具借鉴价值,但任意拆分汉字结

构、盲目创造新字的教训亦有警戒意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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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欧美国家的文字由有限的字母组成,图书馆的

各类排检按照字母的次序,自可分门别居,不相杂

陈.而汉字复杂的形体结构和声韵系统使其排检无

序,由此影响到“图书馆排检目录和编制索引”,遂成

为“关系到整个学术界的大问题”[１].汉字检字法本

属汉语言文字学的范畴,民国时期,一大批图书馆学

人① 致力于汉字检字新法的发明和理论探讨,很快

掀起了一股学术潮流,今学界或谓之“汉字检字法改

革运动”[２].这场检字法改革运动不仅为图书馆业

提供了多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检字方法,而且为邮电、
商务等其他行业提供了比较便捷的检索工具,更解

放了禁锢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,加深了人们对汉字

结构的认知,推动了汉字笔画、笔顺、形体等方面的

统一,进而促进汉字的规范化和简化,其影响可谓划

时代.
在有关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的已有研究中,学

者或从总体上勾勒其历史概况[３],或从国语运动的

视角展开论述[２],或单就检字法某一类别进行探

讨[４],或研究主题本非检字法而略微论及[５].从图

书馆学人及图书馆学的视角研究汉字检字法者亦不

乏时贤.范凡从图书编目、索引以及图书馆学人对

当时落后的中国学术的认知等角度,探讨了图书馆

人致力于汉字检字法的原因;又着重论述了杜定友、
王云五在创制检字新法和万国鼎在检字法理论方面

的贡献[１].王子舟深入论证了杜定友在检字法上的

卓越贡献,将研究的视野延伸至２０世纪后期,并将

杜定友的“字根”学说与汉字的信息处理等相结合,
条分缕析,发人深省[６].张望自则从研究历程的角

度将杜定友在检字法上的创制分为启蒙、中期和后

期,探究其在检字法上的研究路向[７].吴稌年从学

术商榷的视角来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检字法上

的争鸣问题,重点论述了王云五的“四角号码法”和
杜定友的“汉字形位排检法”所引发的学界“商榷”,
进而论及与之相关的书次号顺序、目录功能等方面

的争鸣[８].
综合已有成果,学界或聚焦于王云五、杜定友等

∗ 通讯作者:陈勇明,ORCID: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１５８７Ｇ５６４６,邮箱:３５４０９８４５８＠qq．com.
① 现代学者如陈燕将民国时期创制汉字检字法的学者归为这样几类:留学归来的学者或大学教授(如林语堂、张凤等)、官僚政客(如陈立

夫、何公敢等)、图书馆学人(如杜定友、沈祖荣等)、出版界高层(如王云五等).显然,这样的划分还不够严密,如王云五的确是出版家,但他还
是东方图书馆的馆长,后来又成为官僚,其在图书馆学方面造诣颇深.作者认为:不管专业出身的背景,只要在图书馆学方面有所建树或从事
图书馆工作的人,都可谓之“图书馆学人”或“图书馆人”.参见:陈燕．国语运动与汉字检字法改革[J]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
２０１１,４３(６):１８－２３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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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的检字法贡献,或侧重于检字法的某一方面展

开论述,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参与汉字检字法的

研究尚乏整体观照.尤未见论者从图书馆业的视角

审视检字法的起因,以及探讨这批图书馆学人因创

检字新法而在汉语史上产生的重大影响.因此,这
方面的研究尚有较大的学术空间.整体并不是部分

的简单叠加,从整体的视角纵观民国时期的图书馆

学人参与汉字检字法改革,确有别样的学术景象.
此文拟以民国时期常见的报纸、杂志中的相关记载

为主要史料,将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与汉语言文字学

的有关理论相结合,通过实证的归纳和理论性的阐

释,以期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.

１　图书馆学人掀起了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潮流

汉代许慎«说文解字»(以下简称«说文»)定５４０
部排检汉字,依据“六书”理论,兼顾形义关系,遂为

中国传统检字法主流.至唐代诗赋取士,汉字历经

篆、隶、草、楷等形,字书不宜再据«说文»故例,于是

韵书大兴,依韵排检.明代梅膺祚又仿«说文»旧例,
弃韵从形,依据楷书字体,立２１４部,部首及部中之

字均按笔画多寡定先后.«康熙字典»沿袭梅氏之

法,沿用两百余年.２０世纪初,传统的检字旧法不

敷时用,开始动摇.当时学人道:“其法艰难,性不固

定,新文化则着重效率,一也.其法迂缓,费时费力,
新时代则着重经济,二也.其法用于字书,专索单

字,尚嫌困难,新时代所着重之参考物如图书馆目

录、电话簿、人名录、杂志索引、档卷编排等,多系词

句,尤不便应用,三也.而我国参考物因旧有排检困

难,有如暗礁,故极形缺乏,今时知参考物关乎文化

之进展,学术之进步,教育之普及,故渴望各项参考

物增加,同时亦渴望一极简便之方法,四也[９].”旧法

的动摇即意味着新法的萌芽,其缘由除上述４端外,
尚有其他因素:政治方面,旧时学人不敢对皇帝钦定

的字典说三道四,而辛亥鼎革后,学界发出了“打倒

«康熙字典»”的呼声[１０];思想方面,新文化运动促进

了人们思想的解放,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之风摧毁了落

后的知识体系;社会方面,国语改革运动催生了“检
字法改革运动”等等[２].

但在众多因素中,图书馆学人为解决图书馆各

类检索问题,进而掀起汉字检字法改革潮流,乃为根

本.当时图书馆学人即持此说,目前学界却尚未论

及.检字法改革运动的高潮出现在２０世纪二三十

年代,这也正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,
两者并行绝非偶然.被誉为开启近代汉字检字法改

革潮流的林语堂于１９２７年云:汉字检字法已成社会

公共问题,研究者的动机不外乎两种,“一为专治字

典编纂 排 列 问 题,一 为 专 为 图 书 索 引 之 便 利 问

题”[１１].图书馆学人万国鼎１９２９年亦云:“汉字排

检法之善否,不独与字典有密切关系,他若辞典、百
科全书、图书目录、索引、序列,以及人名录、商名录、
电话簿、电报码之类,亦无不利赖之[１２].”“汉字形体

复杂,笔画繁多,难识难写,排检印刷打字等,亦无一

不难.其关系固不仅限于图书馆,然与图书馆之关

系至 巨”,“排 检 不 便,则 书 目 索 引 等 无 以 神 其

用”[１３].字典的检索是单字的检索,而图书书目、人
名、内容的检索,则是词组或句子的检索,难度更大.
加之西方书籍的大量传入,知识种类的不断增多,旧
有汉字排检法难以适应图书馆业蓬勃发展需要,于
是不少图书馆学人便投身于新法创制.万国鼎发明

“母笔检字法”时云:“有书目索引等之编制,病旧法

之迂 缓 纷 杂,渴 望 新 制 之 成,遂 发 宏 愿,肆 力 治

之[１４].”１９３１年上海东方图书馆馆员方承谟也写道:
“检字法在图书馆事务范围内,亦占有一个相当的位

置,至少排列目录片不能不用他(它).在以字母为

文字单位的国家,对此原不生什么问题;可是在我国

复杂的文字之下,这问题就不易解决了,原有的部首

既检查不易,于是就产生了各种检字法[１５].”

１９３３年,图书馆学家蒋一前指出图书馆学人因

图书馆业发展的需要掀起汉字检字法改革潮流,还
指明其过程:“图书事业,朝夕与排检为缘,于是检字

问题,愈形严重,急待解决.而研究创制,为唯一出

路.故图书馆专家如杜定友先生创汉字排字法,沈
祖荣、胡庆生二先生创十二种笔画检字法,迨王云五

先生号码检字法出,继之以四角号码检字法,报纸宣

传,杂志讨论,赠送小册,编卖字典,于是震动寰宇,
新法纷起.其层出不穷之状况,有如雨后春笋[９].”

１９３６年李小缘又总结道:“近十年来,因图书馆事业

发达,多数图书馆因排列卡片,恒感«康熙字典»部首

法之困难,笔画排检之不易,诗韵法排列之过时,于
是一般图书馆研究者,从而发明编制所谓索引法、排
检法.其发明之方法,据蒋一前氏之统计,已有七十

七种之多,此为二十二年年会论文.今三年中当续

有突破八十种以上记录之希望[１６].”
需求最能刺激创造,创造亦为满足需求.一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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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,各大图书馆所用检字法,形形色色,竞相涌现.
燕京大学图书馆用的是“永字八法”,福建省立图书

馆用的是陈鸿飞发明的“引得牌”,东方图书馆用的

是王云五发明的“四角号码法”,岭南大学图书馆用

的是陈德芸发明的检字法等等.值得一提的是,一
些非图书馆专业出身的学者,如林语堂,也据图书馆

书目检索的需要来构思和创制检字新法[１７].
以上史实表明,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,他们为解

决图书馆各类检索问题而创制检字新法,并进而掀

起学术潮流,乃检字法运动兴起的主因.

２　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汉字检字法改革的主要活动

２．１　创立检字新法,关注学术动态

图书馆学人创制检字新法,有仿西法而“革命”
者,有借传统而“改良”者.黄希声分汉字笔画为２０
种,“视与英文字母相同,即照英文按字母排列之法,
逐笔比较笔画之种类,以定先后.谓英文之 M、A、

N 三字母合而为 MAN,犹汉字之一撇一捺之为

‘人’”[１８].后留美图书馆学者沈祖荣、胡庆生于

１９１７年合编«仿杜威书目十类法»,内中又分汉字笔

画为１２种,依序排列,亦如黄希声之法[１８].陈德芸

为岭南大学图书馆主任时,“乃发明一种汉字排检

法,用横、直、点、撇、曲、捺、趯七种笔顺序列,以笔顺

为字母,即以笔顺先后为字母排列先后”[１９],也是借

鉴西法而成.蒋一前发明“汉字序次法”,“以笔画所

成之小组织为单位,从四万余汉字中找出小组织五

百余,归纳为十二大类”,“每类之中,有多至百余小

组者,有少至六七小组者.同 类 之 小 组,以 形 排

列”[１８],则明显是对传统部首排检法的继承和改良.
继之杜定友的“形位检字法”,亦属借传统而“改良”
者,影响颇大[２０].此外,万国鼎、陈文等其他图书馆

学人,也都自创新法,或“革命”或“改良”,各有傍依.
尤值一论的是,洪业的“中国字庋撷之法”,“盖揉取

王云五之四角号码检字法,张凤之形数检字法,以及

向来沿用之部首法而成”[２１],博取众家之长而成一

家之法,殊难断定为“革命”者抑或“改良”者.
图书馆学人在自创新法的同时,还关注着整个

检字法界的学术进展,适时地进行成果梳理和理论

总结.万国鼎云,社会上每出一新法,同好则前来咨

议讨 论,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遂 写 成 «各 家 新 检 字 法 述

评»[１８],凡列新法４０种.他将之分为５大类,并秉

持客观态度对诸法优劣一一评述.此文一出,“四十

种检字法”之说即在社会上传开.１９３３年,蒋一前

发表«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

表»[９].该文以时间为序,先综合评述,后逐一列举.
万国鼎、蒋一前二文皆持论精深,体现出较高的理论

水平,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便利条件.其

他如钱亚新、舒纪维、杜定友等,对当时流行的检字

法也有精深的评述和理论探讨.

２．２　参与学术争鸣,探讨评判标准

在各检字法的发明和流传过程中,发明者常尊

己卑人,“互相攻击得很厉害”.商务印书馆力挺王

云五的“四角号码法”,中华书局力推陈立夫的“五笔

检字法”,全 国 各 大 小 图 书 馆 则 多 用 “笔 数 排 检

法”[２０].至于学者之间,更莫衷一是.方承谟认为

“理想中最实用的检字法,实还没有产生,比较地能

较四角检字法易学,能较汉字排列法易检的,要算陆

衣言先生头尾号码检字法”[１５];陆殿扬认为陈立夫

的“五笔检字法”最好[２２];杜定友则认为自己的“形
位检字法”最符合汉字本身结构规律[２３].本该理

性、自由的学术争鸣最后竟夹杂着冷嘲热讽.«民国

日报»副刊«觉悟»成为各方论战的主要舞台,图书馆

学人乃其中主角.兹略举数端如下:
关于部首法和号码法的争鸣.学界通常认为汉

字检字法改革中的学术争鸣主要由王云五的“四角

号码法”引发.王云五高调宣称“四角号码法”非但

比“部首法”或“笔数法”容易,比西方的“字母排检

法”也便捷得多[２０].加之其以商务印书馆为奥援,
大肆宣传,遂引起学界不满.杜定友、蒋一前、万国

鼎、陈文等都对其进行了学术批评.实际上这只是

众多争鸣中的一个论题.当时主张抛弃传统旧法而

另立门户者,非独王云五一人.不过王云五“一定从

每个字寻出四个部分,所以就提出‘四角’或‘头尾’
各两笔”,“又因为‘号码’是十进位的”,于是就硬把

汉字笔画分作１０类[２０],这被认为是削足适履,“弄
得中国字‘粉身碎骨’”[２４],其遂成众矢之的.杜定

友说:“对于打倒部首之说,我也提倡最力,内疚滋

深! 按我国文字,首重形象,部首之制,虽病支难办,
但混淆者,也不过十之一二.比如‘杜’是木字边,
‘江’是三点水,毫无疑义也.何以因噎废食,把部首

尽行打倒呢[２５]?”因杜定友的“形位检字法”含有与

王云五“四角号码法”互争高低的私怨,故其对王云

五的批评或较过火.但的确“四角号码法”自发表以

来,“赞成者和反对者势均力敌,不相上下”,而在检

１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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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过此种方法的图书馆学者看来,该法是“排字法劣

检字法优”[２６].
关于音序法的争鸣.外国人编纂的汉语字典以

音序排检,给中国学者以极大启发.林语堂仿此于

１９１６年发表“新韵索引法”,却旋即引来批评之声.
林语堂认为图书索引“一来都是平常字”,“二来字数

没有字典多”,故以韵排检比较方便.他甚至“相信

书目、人名索引非用此法不可”[１１].图书馆学人却

认为:该法据北京话韵母编制而成,他如粤、闽、浙之

人难以适用;使用者需懂汉语音韵学上的开、齐、合、
撮等知识,不甚方便;该法并不适合书目排检等等.
蒋一前甚至认为“字音不可依据”,因为“字音之不固

定,犹远胜于形体.古今异读,方言歧出,声之标准

正难遽定.即退一步言,字音能固定矣,犹不能据以

为序.盖汉字为单音字,同音者多至百余,无所准以

为先后,且一字每有数音”[１２].蒋一前道出了汉字

检字法发明者从音着手的根本弊端,但断定“字音不

可依据”又略显偏激.
关于汉字笔画、笔顺和结构的争鸣.汉字笔画

繁多,种类难定,加上字形不断演变,至２０世纪初,
许多字仍无固定笔画数目和笔顺规矩[２０].依据笔

画创制检字法者,又多对汉字结构任意拆分,使得笔

画的种类和数目言人人殊.“或采列举法,笔画种类

多至二十左右,颇觉繁杂难忆,且每有似是而非者.
或将曲 折 之 笔 剖 开 计 算,或 将 不 同 笔 画 归 纳 为

类[１２].”对于笔顺,主要围绕陈立夫“五笔检字法”展
开论争.陆殿扬认为“五笔检字法”依据汉字自身的

规律,是当时“比较上最简便最合理的汉字排检

法”[２２].陈德芸则认为许多汉字的笔顺并不固定,
其先后因人而定.万国鼎又认为:“同一笔画,同一

顺序,每可结成多种不同之形体”,“若但恃逐笔比较

其种类,则必比至许多笔,且因形体不同,易使迷目,
致生错误.故必论其位置上之关系以别之”[１２].故

有关汉字笔画、笔顺的争鸣发展为对汉字结构的争

鸣.又因各家对汉字构成的基本单元见解不同,所
以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也不一样.如万国鼎认为汉字

是由基本笔画通过相互间的离、接、交、连、逆５种关

系构成;何公敢则将汉字分为单体和复体２类;张凤

却将汉字理解为由点、线、面构成;杜定友主张在传

统“部首”基础上分汉字结构为纵、横、斜、载、覆、角、
方、整８种.其中,杜定友的观点影响较深,比如,
“纵”也即今天所谓的汉字的“左右结构”,“横”也即

今天所谓的汉字的“上下结构”.但这８个种类之间

的区分不甚明朗,所以也引起学界争议[７].
以上数端争鸣,追根溯源,是由汉字本身复杂的

结构、多变的读音、不稳定的形体等因素引起的.蒋

一前总结道:“新法何以若是之多,即因汉字之组织

复杂,方面太多,自各有依据所致.或执字头,或掣

字尾,或头尾并擒,或攀其角,或数其骨,或既数其

骨,又复论其头,是以有各种字头、字尾、四角、面线

等方法.其依据相同者,运用之手段又异.或用号

码,或用符号,或计数目,或分部,或比较,或间杂参

用,是以又有‘号码派’‘符号派’‘部首派’等方法.
汉字本自左至右,自上至下者,但亦有自右起者,更
有自下起者.是以又有“齐右旁’‘齐左旁’‘齐下

部’等方法.汉字分形音义,现代已无从义立法之笨

伯.然而‘主声派’正不亚于‘主形派’也.是故今日

为新法庞杂众多之时代[９].”
在争鸣过程中,检字法的焦点指向了其评判标

准.于是图书馆学人以中华图书馆协会(以下简称

“协会”)为学术交流平台,持兼容并包的态度,探讨

检字法的评判标准.
协会１９２９年召开第一次年会前,便邀请各检字

法大家与会,如致信林语堂:“推先生为索引检字组

委员”[２７].一些媒体也开始造势,云本次年会要为

各检字法名家提供公开讨论的平台,以统一图书馆

检字问题.会上,提交或宣讲检字法论文的学者有

张凤、万国鼎、何公敢、蒋一前、王鹤、钱亚新、毛坤、
瞿重福、蒋家骧等,此外还有陈文讨论检字法问题的

来信２封.一些未提交论文的业界知名学者,如王

云五、杜定友等,也依约赴会.与会者凡４９名[２８],
囊括了当时该领域各路大家,可谓“百家争鸣”.鉴

于检字问题与图书行业关系甚巨,又“渐为国人所

重”[１２],社会上几十种新法高下难定等原因,经过激

烈的讨论,李小缘、孔敏中、杜定友提议在协会下设

“检字委员会”专司其事,后经与会者表决成立.检

字委员会由沈祖荣任主席,万国鼎任书记,王云五、
张凤、赵元任、蒋家骧为委员.值得一提的是,王云

五因“四角号码法”备受非议,杜定友曾讽刺其让汉

字“长角”乃一大“发明”[２９],但这并不妨碍他当选为

检字委员会委员.且王云五、赵元任、张凤原非图书

馆学专业出身,足见当时图书馆学界开放之风.本

次年会在检字法学界最深远的影响是确定检字法研

发和评判的３条标准:一曰“简易”,二曰“准确”,三

２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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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“便捷”[３０].这是图书馆学人杜定友、张凤、陈文、
万国鼎、蒋一前、沈祖荣等与其他与会专家磋商,根
据图书馆业所需检字法实情得来,并很快被学界认

可.如赵荣光发表“‘不’字检字法”时,就宣称“始终

未离这三大标准”[３１].３条标准的制定,对引领检字

法研究朝健康方向发展,终结含沙射影的学术歪风,
起到了重要作用.此后,虽然有关检字法的论战不

时又起,但声势已无往昔,渐趋平静.

２．３　正名专业术语,批评抄袭之风

术语统一是学术规范的根本,名称混乱常伴随

着改头换面的抄袭行为.因近代中国图书馆业起步

较晚,许多专业术语来自西方,往往同名异译,而传

统的相关名词又难以准确地概括时代所赋予的新内

涵,于是协会第一次年会上便有了“订定中国图书馆

学术语案”[３２].随着新法的不断涌现,检字法的新

名词也层出不穷.诸如检字法、索引法、排检法、字
根、笔画、笔顺、笔势、笔意等称谓,都是传统“小学”
或目录学所没有的.到底什么是“检字法”,亟待专

业人士正名.如林语堂将汉字排检与书目索引一概

而论,还有学者将检字法与各个行业的专业索引,如
人名索引、地名索引、商名索引等混为一谈.社会上

对检字法的称谓更是五花八门,据１９２９年万国鼎统

计,约有“排列法”“排字法”“排叠法”“序次法”“检
字法”“索引法”六种,相互混用[１２].鉴于此,钱亚新

从专业角度区分了索引法、排字法、检字法并阐明了

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[３３],至今犹广为学界援引.赵

荣光的论述也很精彩,他说:“‘检字’是排字的目的,
而‘排字’是‘检字’的手段”,“排字的工作是综合的,
方法是归纳的;检字的工作是分析的,方法是演绎

的”[３１].万国鼎主张以“检字法”取代“排列法”“排
检法”等称谓,以统一术语[１２],“检字法”之称谓遂流

行至今.万国鼎主张“检字法”实含“排字法”的观

点,也广为学界接受.此外,图书馆学人还讨论了笔

画、笔顺、笔势等概念以及汉字的点、线、面、角等结

构新术语,同时也对任意拆分汉字和捏造新名词的

做法进行了批评.
同时,因检字法的发明具有很强的学术连贯

性,所以传承与抄袭之间难以截然区分.１９２８年 ２
月,何公敢发表“单体检字法”,万国鼎认为与自己的

方法有颇多雷同,于是委婉地写道:“余固不敢谓何

先生采取余意,至少其所见大体与余暗合.故此两

法大同小异,利弊亦相似[１８].”但检字法界以杜撰新

名词抄袭他人之法的行径的确存在.杜定友严厉批

评道:“凡是发明的人,总说自己的方法好,对于别人

的方法,未能仔细研究,反而剥头削尾,稍稍改变一

下,也就是一种发明”.如“四角号码法”其根本思路

是“以号码代字”,“于是来了许多六角法、首尾法、头
尾法、计数法,但是总逃不出‘以号码代字’的方式”,
“只图剽窃,以抄袭为发明”[２４].蒋一前讽刺道:“其
间创思发明,自成一家者,犹可一说.其取巧抄袭之

徒,则毫未下过苦功,彻底研究,辄就他人已有者,或
加以改易,自以为改进派;或混合数种方法,自居为

折中派;朝得一思,夕成一法,又焉得不蔚成今日之

大观也[９].”

２．４　将图书馆作为实践场所,将协会杂志作为宣传

阵地

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发明的主要动机在于字典

编纂和图书检排[１１].万国鼎比较了字典与图书馆

所需检字法的差异:“字典排比单字,问题较简,虽用

附表、计数或算号码等间接手续,费时稍多,因所查

只一字,究属有限.若在书目、索引等,则不便”;字
典中前后两字易序,影响不大,“然在书目索引等,则
必须任何二字绝对不能先后互易,盖书目或索引中

各条,常有第一字相同者,有时多至数十百千余,若
某字与第一字无所准以为先后,则检查时不知在此

数十百条之前或后,其情形与字典悬殊矣”;字典为

学习工具,费时稍多亦无妨,“书目、索引序列等则大

都为成人所用,且为事忙者所用,迅速重于学习之难

易”.因此,“书目、索引、序列等对于完善检字法之

需要较殷,标准较高”,故检字法的标准“不可但以字

典为对象,合于字典为止境”,而应以适用于图书馆

的标准为标准[１２].
因此,图书馆学人多将图书馆作为检字法实践

的理想场所.王云五的“四角号码法”在东方图书馆

试用,陈德芸的检字法在岭南大学试用[１９].甚有检

字法直接以某图书馆命名者,即由该图书馆的学人

在实践中改造、综合他法而成.如“中央大学图书馆

检字法”,“先依笔画之多寡为先后;笔数相同者,以
起笔之形式分为先后”[１８];“中央党务学校图书馆检

字法”,“先依笔画之多寡为先后,笔数相同者,依陈

立夫五笔检字法为先后”[１８].此外,协会第一次年

会通过议案:各图书馆应是各检字法检验的场所,各
检字法发明者或出版机构亦应将新检字法印刷品寄

交给图书馆.各图书馆应将最终试用情况报告给检

３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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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委员会,以便汇总研究.１９３３年,协会第二次年

会仍主张“将(检字)新法通知各图书馆,以便采

用”[３４],这表明将图书馆作为检字法的检验场所渐

成学界共识.
甚有从图书馆适用的角度,来评判或宣扬各检

字法者.舒纪维根据在图书馆的亲身体验,对王云

五的“四角号码法”和杜定友的“形位检字法”进行比

较,各论短长[２６].万国鼎批评陈文“首尾面线检字

法”时云:“惟排检一字,须兼用记号及数码,未免太

烦,在字典尚无大碍,在排比书目索引等时,若须注

明记号及数码,则异常不便矣”.又在评价“四角号

码法”时曰:“王先生此法,已达相当便捷,尚非彻底

办法,字典可以采用,在书目索引等,即感不便”[１８].
东方图书馆在宣传王云五的“四角号码法”时称:“此
种检字法,只要能辨字之横撇点捺者,皆可依法检得

所欲检之字,毫无困难.且可无须熟悉字典部目,诚
为前此未有之创作,现在本馆之书名及著作人两种

目录卡片,即试用此法,将来检取书籍者,定称便利

也[３５].”万国鼎在发表“汉字母笔排字法”时亦云:
“编纂年余,稿凡七易,及大体粗具,施诸实验,觉其

便于检查,不减西文.用敢公之于众,并求大雅之教

益[１８].”其所谓“施诸实验”指该检字法在图书馆的

“实验”.
最后,图书馆学人利用«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»

和«图书馆学季刊»宣扬检字新法,进行学术交流.
«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»发表的检字法相关文章可概

为３类:其一,发表各类新法,如«形数检字法»«杜定

友形位检字法大纲»等;其次,发表理论或商榷性文

章,如«汉字排检问题»«汉字形位排检法修正商榷»
等;其三,进行相关新闻报道,如«检字法研究之新

讯»«检字新讯»等.«图书馆学季刊»也发表各类检

字新法,如第一期发表林语堂的«图书索引之一新

法»,但更注重对检字法理论探讨和成果综述,如«从
索引法去谈排字法和检字法»«各家检字新法评述»
«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»等.

以上活动表明,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引领着汉

字检字法改革的学术潮流.

３　种豆得瓜的历史影响

民国时期涌现出林林总总的检字法,孰优孰劣

及其影响大小,可谓莫衷一是.当时发明者即就此

争论不休,高下难定,至今仍在学界延续.从应用角

度来说,有学者认为“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至少有

１２１种,而流传至今尚有生命力的检字法当属王云

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”[３].此言不虚,甚有学者认为

“四角号码法”应该在当下普及[３６].但也有学者认

为,若没有王云五依靠自身地位对“四角号码法”过
度宣传,洪业的“中国字庋撷法”的影响力和知名度

当在“四角号码法”之上[３７],而洪业当年也有类似观

点[３８].从学术传承角度来说,“新中国成立以后的

二三十年中,我们对部首法和笔形法的改进花费了

较大的精力,而对汉字改革后四角号码法的相应改

良却关注不够”[３９].“改革派”的检字法“如今都基

本烟消云散”,“改良派”的主张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

检字法大讨论中掀起波澜[２].尤其是杜定友的“形
位检字法”所引出的汉字切分、归部问题成为学术焦

点,其影响力又在“四角号码法”之上.持公而论,经
过历史检验,今天的检字法“机排”取代了“人排”,汉
字的排序方法从单一的义序法、音序法、形序法、号
码法,“发展到互相渗透,多元排序,综合使用的新阶

段”.反观历史,“各种排序法是优点缺点并存,也是

相对的.没有一种排序法是万能的,只能是相对的

优点多一些,缺点少一些”[４０].不同学者站在不同

立场,其结论殊难一致,因此笔者也无意遽定各家检

字法孰优孰劣及其影响大小.
历史辩证法主张还原历史的真实背景,辩证地

讨论历史事件.单从中国图书馆业与检字法发展史

的角度而言,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检字新法

的创制,基本满足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业快速发展的

需要,促进了汉语辞书的编纂,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可

资利用的汉字排检手段.无论是号码法、符号法,还
是笔画法、音序法等,都颇具中国特色.但因民国时

期社会多难,汉字尚未简化,语音尚未统一,图书馆

学人创制检字新法也面临着重重困难,更没有达成

统一检字法的最终目的.新中国成立后,汉字简化,
普通话推行,且简化后的汉字又有了定音、定形、定
序等规定,于是汉字检字法也取得了长足进展.但

不可否认的是,流行至今的部首法、笔画法、音序法、
号码法等,又莫不吸取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检

字法方面的经验[４１].虽然当下社会日益数字化,高
效的搜索引擎便利了各类信息的检索,但纸质书籍

并未像某些学者预期的那样被电子书压倒性地取

代[４２],汉字检字法在辞书编纂、图书编目及索引等

方面仍有重要地位,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检字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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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成果仍有借鉴和利用价值.
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汉字检字法改革的深远影响

不在检字法及图书馆业,而是在汉语史方面,可谓种

豆得瓜.

３．１　解放了禁锢人们的语言文字思想

«说文»按部排检的方法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检字

法中处于主流地位,是因为它将汉字的形、义关系一

一对应.但汉字因形体不断演变,其形、义关系逐渐

支离.所以明清时代的字书,在汉字排检方面“有的

人着眼在字的源流”,“有的人着眼在检查方便”.比

如“颖”字,明代梅膺祚的«字汇»将其放在“页”部,主
张“论其形不论其义”.«康熙字典»又将“颖”字放在

“禾”部,因为«说文»云“颖,禾末也 ,从禾顷声”[４３].
但«康熙字典»的排检方法也非从一而终,“忽而主

形,忽而主义”[４４].这表明,明清时期,学人对汉字

形、义关系的固有认知已有动摇,但尚未完全突破

«说文»故例.尔后两百余年,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

不韪,突破«康熙字典»原本错乱的检排体例.民初

图书馆学人为图书排检便捷而创制检字新法,对汉

字构字部件大胆拆分,对部首、笔画重新归类,并创

造性地析出点、线、面、角等单位,则完全突破了人们

对汉字形、义关系的固有认知.
汉字大规模简化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,

但因简化后汉字的形、义关系愈加分离,所以无论简

化字的倡导者还是接受者,都应首先具有开放的语

言文字思想.图书馆学人创制检字新法,一定程度

上解放了禁锢人们的汉字形、义关系思想.

３．２　拓展了人们对汉字基本构成单位及结构的认知

«康熙字典»及以前的字书难脱«说文»窠臼,认
为部首即汉字的基本组成单位.古人虽然也讲究笔

画,但多是从部首的角度来理解汉字而非笔画[２２].
而图书馆学人在创制检字新法时,多认为笔画即是

汉字的基本构成单位.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拼音

文字所用检字法的影响,试图用有限的笔画来统领

整个汉字系统,达到以简御繁的目的.尽管杜定友

等对这种机械拆分汉字的做法不甚满意,但笔画毕

竟是比部首更小的单位,这当是对汉字构成单位认

知的一大超越.诸家检字法所确定的汉字笔画种类

和数量虽然不一,但强调以笔画来分析汉字,意义重

大.因为简化后汉字形、义关系进一步脱节,其普及

和教学等多采用笔画拆分的方法.
又因为汉字同笔画和同笔顺者太多,仅据笔画

或笔顺难以泾渭分明,所以要提高检字法的排检精

度,又须对更大一级的汉字组成单位进行研究.无

论是广受批评的、被评价为“异想天开”的头、尾、角、
面等法,还是在传统基础上改良的“部首法”,都展现

出汉字复杂的面相,加强了人们对汉字结构的理解

和认知.“汉字检字法改革运动”实质上是一场对汉

字构字基本单位及结构系统的大讨论.

３．３　促进了汉字形体的规范化

汉字检字法宏观上可分为“从形”和“从音”两
类[１].从形者首先需统一笔画、笔顺以及汉字结构

形体,从音者则是建立在统一语音的前提下.蒋一

前、杜定友等对音序法深入研究后,认为汉字同音字

太多,即便在统一语音后,排检仍有困难.故音序法

的不足又促使不少学者转而从形入手寻求新法.所

以检字法运动的影响又重在从形者所需汉字笔画、
笔顺及结构等规范化方面①.

虽然各家在汉字笔画种类和数目方面主张不尽

一致,王云五的“四角号码法”更是单笔与复笔混杂,
但经过检字法实践和学界继续研究,不合理的笔画

种类逐渐淘汰,冗余的笔画逐渐合并,如将“捺”与
“点”归为一类,“横”与“提”亦归为一类.在笔顺方

面,葛启扬研发“‘丙’字检字法”时,发现“各人写字,
下笔不一定都同”,于是他分别在大学、中学、小学对

当时起笔有异议的“小”“匕”“光”等５０个汉字展开

问卷调查,调查发现这些字一般有２种起法,３种者

“实是偶然中的偶然 ”,少之又少[４５],于是便根据问

卷结果来规定字的起笔顺序.赵荣光“对４８个笔顺

有疑义的汉字调查２６８０人”,以确定何种顺序乃时

人常用[３１].万国鼎则试图从理论上寻找汉字笔顺

规律,他认为“笔顺问题向无陈规,论字之书如«法书

要录»«书法正传»之类,绝少论及笔顺者,实际上往

往因人而异,似是漫无标准,然细考之,亦有天然之

规则可寻”.“笔顺大多自上而下 ,自左而右,盖作

字求其顺手便写,此人情所同也”,少数字从右至左,
先中间后两边,也是为了方便书写的缘故[４６].于是

他根据这个规律,来确定其检字法的笔顺原则.在

汉字的结构形态上,讨论并统一了类似“理”字左边

的“王”最后一笔是“横”还是“提”,“户”字的起笔是

“点”还是“横”,在相邻笔画间的关系上哪些是“接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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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作者目前尚未找到关键史证,证明检字法运动的从音者是否倒

逼汉字语音的统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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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是“离”等等.这些探讨无疑也具有划时代的影

响和价值①.
当时图书馆学人所持有的汉字检字法当简易、

准确、便捷的思想,也促使他们不断地来统一汉字的

笔画、笔顺和结构形态.

３．４　促进了汉字的简化

即便统一了汉字笔画、笔顺和形态结构,相关的

检字法依然例外太多.每一新法要解决既有缺陷,
就必须减少例外,从新的角度寻找弥补手段.如四

角之不足,“用五角作标准”,“因为五角不合,就另想

点画的方法,因为这也不合,于是又想出面线方

法”[２４].按照如此学术研究演化发展,发明检字新

法最终从研究汉字形体结构走上了试图改变汉字形

体结构的学术理路,于是有图书馆学人随后提出了

汉字简化的主张.１９２９年万国鼎论道:“故欲求检

字法之彻底解决,尚需改革汉字,且汉字难识难写,
打字与印刷亦均不便,不独于检字法上发生困难也,
实有亟谋改革之必要”.“改革须注意下列各点:
(一)易识;(二)易写;(三)容易排检;(四)容易印刷

及打字”.“改革之法有二:(一)改用简笔字以为过

渡;(二)创造新字以垂永久.新字须以汉语为基本,
并须力求符合现今汉字之性质”[１２].万国鼎的观点

可谓高瞻远瞩,新中国成立后力图改变汉字“难认、
难读、难记、难写”状态的汉字简化 [４７],多暗合了他

的主张.但图书馆学人中非独万国鼎主张汉字简

化,协会第一次年会即通过了“上书政府当局,请求

汉字简化”的提案.１９３５年杜定友说:“曩编«简字

标准字表»以备图书编目写卡之用.该表所列简字,
凡四百余字;合简体部首,恒逾千数.然个人所选,
未敢视为定论,聊供同志之参考耳[４８].”是年国民政

府教育部公布简体字３２４个,令图书编目采用.杜

定友即据书目编排特点,结合他所创“形位检字法”,
对其重新排列和进一步改造,以便在图书馆推行.
这批简化字虽然很快废止,但其在图书馆的试用却

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奠定了实践基础.而这

３２４个简化字中仍有２１３个保留至今[４９].
杜定友在１９３４年还试图“创造新字以垂永久”.

他将汉字部首与当时的注音字母相结合,创立一种

左形右声的“新体形声字”.在阐述该字的好处之一

时云:“我国字典,部首笔画,根据不定.检字索引,
向无善法.以致检查字典,困难丛生.图书索引,无
由编纂.其阻碍学术之参考,影响于文化甚大.兹

者部首有序,注音有次.用为索引,一检即得[５０].”
由此知其创立新字的动机不乏检字和图书索引的考

量.杜定友还历数旧体汉字缺点:“单体单音”“艰
僻难识”“六书”无据而形体多变等,致使教育难以

普及,实与“科学时代”不符.故“欲求教育之普及,
非有简便之文字不可”[５１].当然,“新体形声字”主
要还是针对汉字“笔画错综、字形不一”“笔画丛多、
繁简不一”等弊端[５０],是一种仿拼音文字而自创的

特殊简化字.但正如杜定友所云,他创制检字法,有
一个从效仿西法而“革命”到回归传统而“改良”的转

变过程,其探究汉字简化的过程也与此相似,在提出

“新体形声字”后,便深入开展“字根研究”.“字根”
是对传统汉字部首的改良和发展.１９６１年杜定友

发文称:掌握“字根”就可以在检字方面驾驭全部汉

字;利用“字根”是汉字简化的重要办法[５２].而其

“字根研究”的确直接惠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

简化[６].

４　结语

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整体视角探究汉字检

字法改革,却看到种豆得瓜的学术景象.近代中国

图书馆业及其检字法发展的史实,也表明汉字的规

范化、简化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.但民国时期图书

馆学人为何能在检字法方面作出成绩,并对现代汉

字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,亦值深省.或许他

们不囿于图书馆业本身,勇于打破学术畛域,用图书

馆学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检字法问题,乃其根本原因.
正如钱亚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写道:“现在来打个比

喻:汉字的笔画好比图书分类表中的一个大类;每个

同笔画的字,好比同类图书的一种书.当我们处理

同类的图书要求前后有序,必然还要设计一套书号,
因此要求同笔画各字前后有序”.“从目前字典或辞

书的编制上,这个问题是存在的;在图书馆的字顺目

录中,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.这两个方面,现在已经

有显著的倾向,大有异曲同工之妙”[５３].
但凡事过犹不及,这批图书馆学人致力于检字

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.姑不论其对西法

的盲目套用,发明新法时抄袭和借鉴不分,学术批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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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联系到２００９年的“汉字整形”事件,或可说汉字至今尚未彻底完

成形体规范化.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在创制检字法过程中,无
意间成了“汉字整形”的先驱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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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含沙射影等,单从其在汉语史上的负面影响而言,
也足警戒后学.尽管这批图书馆学人都具有较好的

“小学”基础,但他们多不以汉语言文字学为业.不

少发明者不顾汉字的基本字理,对汉字结构任意拆

分,的确无异于削足适履,“因噎废食”[２５].可以想

见,人们使用这样的检字法,久之便会固化对汉字结

构的错误认知,从而滋长社会上错误的拆字歪风.
故杜定友对他们的批评也不无道理.但杜定友所创

造的“新体形声字”,因过于求新求简而乏社会基础,
所以也并未流行,他在“字根研究”中的一些简化主

张也在“二简”汉字中证明过于冒进.这些教训莫不

发人深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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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irReformofChineseＧcharacterRetrievalMethod

ChenYongming　LiYujie

Abstract:During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,somelibraryscholarswerededicatedtotheinnoＧ
vationofChineseＧcharacterretrievalmethodsandtheoryresearchbecausethecurrentonescouldnotmeet
theneedoftherapiddevelopmentoflibrarybusiness．Andsoontheybecamethebackbonesinthisfield．
Thesescholars,withChineseLibraryAssociationastheircommunicatingplatform,andlibrariesasthe
placeswheretheyputnewretrievalmethodsintopractice,tookactivelypartindebatingonacademicissues
andledthetrendofreformingChineseＧCharacterretrievalmethodsbycriticizingplagiarizebehaviors,rectiＧ
fyingterminologiesandexploringtheevaluationcriteria．HavingmadegreatcontributionstoChineseＧCharＧ
acterretrieval methodsreform,they evenliberated peoplescaptive mindsfrom current Chinese
characters,increasedtheircognitionofChinesecharactersunitandstructure,andpromotedthestandardiＧ
zationandsimplificationofChinesecharacters,whosevaluesandinfluencesweremuchgreaterthanthose
oflibrarybusinessandtheretrievalmethodsthemselves．Bybreakingtheacademicboundariesandresearch
orientations,thesescholarssetagoodexampleforcompanionstoday．However,theiractionsofdeconＧ
structingChinesecharactersarbitrarilyandcreatingnewoneshastilyshouldbecriticized．

Keywords:LibraryScholars;RetrievalMethods;StandardizationofChineseCharacters;Simplificationof
ChineseCharacte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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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otionalHealingPictureBookProblemSolvingBibliography
andItsEnlightenmentofReadingTherapyinSchoolLibraries

AiYuqing　ChenJing

Abstract:Accordingtothetheoryof“focusedreading”“categorizedreading”and“readingtherapy”,

thepaperanalyzestheemotionalhealingeffectsofpicturebooksfordifferentagegroups．ItreviewsthetheＧ
oreticalandpracticalvalueofFromPerplexitytoFirm:MiddleSchoolStudentsEmotionalHealingPicＧ
tureBookProblemSolvingBibliographyandFromDepressiontoCalmness:CollegeStudentsEmotional
HealingPictureBookProblemSolvingBibliographycompiledbyProfessorChenShumei,explainsthe
targetedeffectsofthetwobooksontheemotionalhealingofstudentgroups,discussestheenlightenment
ofreadingtherapyinschoollibraries．

Keywords:ReadingTherapy;SchoolLibraries;EmotionalHealingPictureBook;Problem Solving
Bibliography;ChenShume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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